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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理论争论及其政策影响

朱梦洵１，黄竞欧２，∗，李　 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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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学界围绕着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分化出古典放牧生态学派和新放牧生态学派。 前者主张“按
照承载力进行草畜平衡管理”，又称为平衡性放牧生态学理论；后者主张“承载力概念无效，草畜动态由气候决定，放牧生态系

统在本质上是不平衡的”，也称为非平衡性放牧生态学理论。 为了实现放牧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前者主张草地私有化，减
畜和禁牧，实现草畜平衡；而后者主张维持草地公共产权，进行社区合作，维持畜群移动性。 文献计量分析表明新放牧生态学派

占据了统治地位。 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放牧生态系统的非平衡性和平衡性是广泛共存的，而且二者的结合具有高度的时空

异质性。 因此，两个理论都有可取的和片面的要素，由此形成了“非平衡和平衡性共存”的新观点，可视为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的

新发展。 上述学术争论也波及我国的放牧地管理政策，但是按照上述理论进展，我国放牧管理政策不需要颠覆性重构，而是需

要渐进调整。 未来放牧生态系统管理需要重视该领域的最新理论进展，重视气候波动性，实现草畜的动态平衡，并维持畜群的

移动性。 同时，政策制定者要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的设计管理政策，避免“一刀切”推行单一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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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ｏ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ｔａｉｌ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 ｏｎｅ ｓｉｚｅ ｆｉｔｓ ａｌ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ｌｏａｄ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ｏｖｅｒｇｒａｚｉｎｇ；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草原和荒漠占全球无冰雪覆盖的陆地面积的 ２１％，它们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是放牧。 因此，放牧生态系

统是地球上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 从生态学诞生起，放牧生态系统一直是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且

是承载力等重要生态学概念的溯源地。 这些重要理论不但对生态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而且还与自然资源

管理、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科学和可持续科学发生了密切交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放牧生态学界围绕着放牧生态系统的基本性质和管理原则展开了长达四十年

的争论。 这一争议并不局限在生态学范畴，也与政治经济学、自然资源管理等学科互动，进而形成了两类放牧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１］。 总体来说，这场争论围绕着“草⁃畜能否实现自然的平衡”，“承载力是否适用于放牧地

管理”，“植被退化是否由超载放牧引起”，以及解决草地退化问题需要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还是“基
于从下而上的社区自治”等方面主题展开，并分化出两个理论学派［２］。 根据这两个理论学派出现的先后，放
牧生态学界分别命名了主张“按照承载力进行草畜平衡管理”的古典放牧生态学派，以及主张“承载力无效，
草畜平衡因为降水波动难以实现，因此需要基于社区自主管理”的新放牧生态学派（表 １）。 在一些文献中，古
典放牧生态学派因为秉持草畜平衡原则，被称为“平衡性放牧生态学理论”；而新放牧生态学派因为认为草畜

是天然不平衡的，也被称为“非平衡性放牧生态学理论”。 在 ２０２０ 年，Ｄ．Ｄ．Ｂｒｉｓｋｅ 教授提出“平衡性和非平衡

性在放牧生态系统中是共存的”这一学术观点，因此正式形成了调和性的“共存理论”学派，可以视为古典放

牧生态学派的新发展。
这两个学派的争议对我国放牧生态学领域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在设计和评价

我国草地管理政策时，产生较大的分歧。 因此，为了厘清这两个学派的理论和我国草地管理政策的关联，更好

的制定我国草地政策，本文将结合文献综述和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梳理回顾这一争论的历史流变，并回答以

下关键科学问题。 （１）非平衡态放牧生态学理论有没有实现放牧生态学领域的范式转移？ （２）放牧生态系统

中平衡态和非平衡态是互斥的，还是共存的？ （３）在我国制定草地生态管理政策时，两个理论各自可取的理

论要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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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通过文本综述和文献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 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中，以非平衡态放牧生态学理论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为关键词，逐年检索发表相关论文的数量，以描述该领域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的进展。 这是因为平衡态放牧生态学理论早已作为定论被写入教科书，且年代久远，电子文献收录不全，
所以不考察该主题的文献计量。 作为替代的是，考察 ２００３ 年后出现的“平衡态和非平衡态共存”这一调和性

的理论主张，以刻画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通过本领域高被引文献，识别参与该理论争论的核心学者，并以他们

的倾向和立场进行分析。 以全部论文的被引用数量和 Ｈ 因子体现他们的学术影响力。 同时，分析这些核心

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擅长研究领域，单篇代表性论文的发表时间和被引用情况，以体现本领域的认知流变。

２　 放牧生态学派的两大理论范式

２．１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理论的生态学内涵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体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前各个学科对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的认知水平（表 １）。 在生

态学方面，该理论认为家畜种群动态被密度制约机制调控，即家畜种内对牧草资源的竞争强度会随着种群密

度升高而增强，进而逐渐限制个体生长和繁殖，种群的出生成活率逐渐降低，成幼死亡率逐渐升高，当二者实

现动态平衡时，种群增长率逐渐停滞［３］。 因此，植物生物量和家畜种群会在密度制约机制这一负反馈机制的

作用下，形成“自然的平衡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在理论上，当出生率和死亡率平衡时，种群数量就达到了草

地的放牧承载力［４］。
在这一时期，生态学家认为放牧生态系统有明确的环境承载力，家畜种群动态符合逻辑斯蒂增长（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因此当家畜种群超过环境承载力时，则会出现超载放牧问题。 超载放牧会驱动植物群落逆行演替和

草地生态功能的退化［５］，表现为植物生物量大幅下降和天然饲草资源的匮乏，然后引起家畜死亡率上升和种

群数量的崩溃。 当畜群数量下降到放牧承载力以下，植物群落会按照演替序列自发恢复到气候顶极状态。 当

植物群落恢复后，牧草资源会再度增多，家畜种群也随之从衰退转为恢复增长。 这种草食家畜种群动态被称

为盛衰循环（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ｂｕｓｔ ｃｙｃｌｅ）。 所以，古典放牧生态学派认为草地可持续管理的核心是约束超载放牧，通
过评估草地可持续放牧承载力，以草定畜，实现草畜平衡［２］。
２．２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的政策实践

依据以上生态学理论基础，古典放牧生态学派从经济学角度解析超载过牧的原因。 它认为牧民是“理性

经济人”，如果草地为公共所有，那么保护草原生态并不能给牧民个体带来收益，因此不会激励牧民个体维持

“草畜平衡”和实现公共草地的生态保育。 反而牧民个体会采取超载过牧策略，在短期内最大化的获取经济

收益。 牧民的理性选择所导致的超载过牧会驱动植物群落的逆行演替和土地退化［６］；如此便产生“公地的悲

剧” ［７］。 反之，如果牧民得到了清晰且稳定的草地产权，能从草地生态保育中获得明确的收益，那么他们会

“有恒产者有恒心”，按照草地承载力合理放牧，维持草畜平衡，可持续的利用草地。 因此，古典放牧生态学派

接受科斯经济学的观点［７］，主张通过明晰产权，建立权责分明的草地产权体系，调动产权人保护草地的积极

性，从制度上保障草畜平衡的实现。 在管理政策方面，古典放牧生态学派还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国家

应该通过税收、补贴和行政干预，推行减畜甚至禁牧政策，实现草畜平衡和植被恢复。 这些政策主张成为美国

政府出台《泰勒放牧法》、《农业调整法》、“放牧许可证制度”等政策的理论基础［８］。 该学派凭借在美国的成

功实践，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放牧草地管理政策。
２．３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的缺陷

然而，古典放牧生态学派毕竟发轫于生态学的早期阶段，对很多生态学规律的认识是稚嫩和朴素的。 比

如古典放牧生态学派在植物群落演替的超有机体理论［９］，草食动物种群动态的内源调节机制［１０—１１］，和最优

放牧承载力等方面的认识［４， １２］，在随后都被证明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陷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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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滞涨，在 ８０ 年代后又陷入市场失灵，因此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主张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先后被

学术界诟病。 所以，古典放牧生态学派根据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所设计的减畜政策和放牧地私有化政策也遭受

批判［８］。 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自称为新放牧生态学派以颠覆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３　 新放牧生态学理论的兴盛

３．１　 新放牧生态学理论的生态学内涵

新放牧生态学派根据干旱和寒旱区的气候和草畜高度波动的特征，着重批判了古典放牧生态学所秉持的

“自然平衡”的生态学观念［１—２］，力求推动放牧管理领域的“范式转移”（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表 １）。 新放牧生态学

派主张的“草⁃畜不平衡”在直观上体现为两点：首先，干旱区和寒旱区草原的降水年际波动巨大，植物生物量

也随着降水而高度涨落；其次，在干旱和酷寒季节，家畜会因旱灾［１３—１４］和雪灾［１５—１６］而大量死亡， 因此家畜种

群同样不稳定且常常大起大落［１７—１８］。 因此，新放牧生态学派认为植物生物量变化主要受到降水波动的驱动，
家畜种群动态主要受气候灾害等非密度制约效应调控［１１—１３］。 因此，放牧生态系统并不存在草畜耦合，移除畜

群也不能保障植物群落能够恢复到顶极状态［１］；生态系统也不存在稳定的承载力，承载力概念只能用于课堂

上的理论教学，并不能用于实践［２， ４， １３］。 鉴于以上理论认识，新放牧生态学派认为草地承载力很难估算［４］，超
载放牧无从判断，草畜平衡难以实现，禁牧和减畜并不确保生态改善［２，１３］。

表 １　 放牧生态学领域两个学派的争论要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涉及学科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辩论要点
Ｍａ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
（平衡性放牧生态学）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新放牧生态学派
（非平衡性放牧生态学）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生态学 生态系统特征 草⁃畜自然平衡 草⁃畜天然波动

Ｅｃｏｌｏｇｙ 牧草生物量 受到放牧影响 仅由降水控制

畜群种群动态 密度制约调控 气候等非密度制约调控

放牧承载力 稳定且可测 高度变异且不可测

草地退化原因 超载放牧 畜群长期固定放牧

实现可持续利用 维持草畜平衡 维持移动性利用（如轮牧）

土地管理 退化的产权因素 “公地的悲剧” “私有化的悲剧”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产权改革方向 分配到户，权责匹配 草地资源社区共有

产权改革措施 建围栏明晰产权边界 合作经营，拆围栏

公共政策 管理思路 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 自下而上的民间自治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管理方法 以草定畜、草畜平衡 灵活饲养、畜群移动

草地恢复政策 禁牧休牧、围栏封育 草地公有、恢复游牧

３．２　 新放牧生态学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理论构建

基于上述生态学方面的批判，新放牧生态学派继续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批判古典放牧生态学派。 他

们指出许多地区的牧民在数千年来，维持畜群高度的移动性，逐水草而居，并没有产生草地退化问题［１９—２０］。
而在草地产权分配给牧民后，为了划分牧户间的草地边界，建设了大量铁丝围栏，把草原分割的非常细碎；道
路和水源等保障畜群迁移的关键资源也因此变成排它的私有财产；这些产权变化导致牧民和畜群无法自由迁

徙［２１］。 因此，遭遇干旱时，牧民无法迁徙到水草较好的地区，只能继续在受灾草地上放牧，如此便导致了畜群

损失和草地退化。 按照以上理论推导，新放牧生态学派认为“草地产权分割所导致的畜群移动性丧失”才是

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称为“私地的悲剧”和“围栏的陷阱” ［２２—２４］。 因此，新放牧生态学派明确反对将

草地产权分配到个体牧户，主张将草地资源保持在公共资源状态［７， ２４—２５］，进而保障畜群移动性［２０］，以适应气

候和植物生物量高度的时空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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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方面，新放牧生态学派认为基于承载力制定的草畜平衡政策是失当的。 因为政策需要保持一

定的稳定性，所以官方制定的放牧承载力只能是静态的。 尽管各国政府一般用多年植物生物量均值来近似的

估算放牧承载力［４，２６］，但是静态的承载力在干旱年份往往高于实际植物生物量，仍会导致超载放牧，不能保障

植被生态恢复；另一方面，静态的承载力在湿润年份会远低于实际植物生物量，导致牲畜不能充分利用饲草，
造成牧民经济损失［２，１３］。 因此，放牧承载力被批评为“即难计算，又不实用” ［４，１２］。 基于这一判断，新放牧生态

学派反对政府基于静态放牧承载力，自上而下的推行禁牧、减畜和草畜平衡等管理政策。 相反，新放牧生态学

派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一些牧业社区，通过社区协商管理，在维持草地资源社区共有产权状态的同时，通过群

体协商和相互监督，灵活调整放牧强度和维持畜群移动性，实现了放牧生态系统长期的可持续管理。 因此，新
放牧生态学派建议将放牧地地管理权力下放至基层社区，鼓励牧民通过自主管理，因地制宜的实现放牧草地

的可持续利用［２０， ２３—２４］。
３．３　 新放牧生态学在学术界确立了统治地位

新放牧生态学派对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的批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新放牧生态学派体现了生态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之际，在种群动态控制机理［１０］、植物群落演替的个体论和多稳态［９］ 等方面认识的进

展［１２］，符合当时生态学界对环境波动和不确定性高度重视的潮流，因此加深了学界对放牧草地生态系统复杂

性的认识［２７—２９］。 其次，新放牧生态学派所主张的“基于社区合作的草地资源管理模式” ［３０］，符合冷战结束后

西方思想界对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了国际学界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主流理

念［７， ２５， ３１］（表 １）。 此后，新放牧生态学派在放牧生态系统管理、草地资源管理、牧区应对气候变化等学术研究

方向都获得了主导地位，统治了这些研究方向的学术发表，进而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放牧草地管理政策。

　 图 １　 新放牧生态学理论相关论文历年发表数量（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新放牧生态学的概念在

１９８０ 年代已经被学者们提出和讨论，但是年度发表的

文献仍然在个位数。 早期的论文主要是讨论干旱区放

牧植被动态随降水涨落而产生的不平衡，它们过于专业

因此 影 响 力 较 小。 然 而 在 Ｊａｍｅｓ Ｅ． Ｅｌｌｉｓ［１３］ 和 Ｉａｎ
Ｓｃｏｏｎｅｓ［２］分别在 １９８８ 和 １９９３ 年，把放牧生态系统的不

平衡理论发展为包含生态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新范式

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开始呈指数型增长。 并且在

２００５ 年随着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Ｖｅｔｔｅｒ［２］ 综述的发表，该理论得到

了更广泛的关注，从而确立其主导地位。 在 ２０１０ 年以

来，新放牧生态学理论的文献发表数量一致保持稳定态

势（图 １）。

４　 放牧生态学理论的最新发展

４．１　 新放牧生态学派的重大理论缺陷和共存性理论的提出

尽管新放牧生态学派在自然资源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获得空前成功，但是该学派在作为理

论体系基础的生态学方面在一直都较为粗疏［３］，以至于被质疑“新放牧生态学的生态学到底在哪里？” ［３２］。
新放牧生态学派只是利用简单的经验参数，对放牧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非平衡性进行区分。 比如该学派在非

洲草原将降水年度变异系数是否大于 ０．３３ 作为两类生态系统的分类标准［１３，１７］。 同样，在亚洲寒冷牧区，该学

派简单的依据牲畜在冬季雪灾中的高死亡率的情况，就定性的认定这些寒冷区域是非平衡性放牧生态系

统［１５，３３］，并无任何计量分析和实证研究。 因此，新放牧生态学派并没有通过严密的数理推导和实验方法证明

所谓的非平衡性。
在争论的中期，学者们针对“判定放牧生态系统是（草⁃畜）平衡性或（草⁃畜）非平衡性”的需求，逐渐通过

４２０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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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实证性的研究。 学界已经在英国绵羊［３４］、阿尔卑斯山羊［３５］ 和北欧驯鹿［３６］ 等

放牧家畜种群中，检出了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共存的种群调控机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年降水变异系

数大于 ０．３３ 和冬季极端寒冷地区，实证研究也检出了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共存的结果。 比如，在非洲降水

变异系数高达 ０．５５ 的荒漠草原地区［３７］和冬季极端温度低于－４０℃且雪灾频发的内蒙古典型草原地区［３８］，实
验或计量分析都检出了密度制约效应和非密度制约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此外，严格的放牧控制实验在我国的

荒漠草原［３９］和典型草原［４０］也都表明，放牧和气候也同时对干旱区的植物群落和天然饲草生物量造成统计学

意义上显著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南非放牧生态学家 Ｓ．·Ｖｅｔｔｅｒ 教授等人在 ２０１５ 年《Ｅｃｏｌｏｇｙ》上发表的实验研究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３７］。 需要指出的是，Ｓ．·Ｖｅｔｔｅｒ 教授是非平衡态理论阵营的代表性学者，她在 ２００５ 年论述干旱区放

牧生态系统是非平衡态的综述在学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２］。 然而，她在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工作，恰恰是在一个异

常干旱、降水波动巨大的非平衡地区进行的。 该地在年降水量 １００ｍｍ 以下，年度降水变异高达 ０．５５。 她通过

三年严格的实验，证明了植物生物量会决定动物的种群波动和身体增长，因此表明植物对动物的负反馈机制

仍然存在。 在如此极端“非平衡性”的干旱生态系统，仍然能够检出放牧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因此该工作推翻

了非平衡态放牧生态学理论的科学基础。 该工作支持 Ｄ．Ｄ．Ｂｒｉｓｋｅ 教授在 ２００３ 年提出的调和性猜想［９］，任何

放牧生态系统都同时具有平衡性和非平衡性，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因此非平衡性放牧生态学理论并没有推

动该领域的学科范式转移。 直白的说，不能因一个地区绝对干旱、降水绝对波动，而就认为家畜放牧和植被动

态之间就没有互馈关系。
在 Ｓ·Ｖｅｔｔｅｒ 扎实的野外工作的支持下，Ｄ．Ｄ．Ｂｒｉｓｋｅ 教授于 ２０２０ 年，在英国生态学会的旗舰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上提出一个调和性的理论对 ４０ 年以来的争论进行总结。 该调和性理论是“放牧草地生态系

统的平衡性（即密度制约机制维持的草畜耦合）和非平衡性（即气候等非密度制约因素导致的草畜解耦）在单

个放牧生态系统中总是共存的，而且二者的结合具有高度的时空异质性” ［１］。 随后，来自蒙古高原的量化分

析立刻证明了该调和性的观点在寒冷的蒙古高原也是成立的［３８］。 Ｄ．Ｄ．Ｂｒｉｓｋｅ 教授的工作更新了古典放牧生

态学理论，将放牧生态学理论的争论带入了新阶段。 从现有实证研究结果看，这个调和的理论更符合放牧生

态系统的实际属性。 底层生态学机理的调和也意味着，古典放牧生态学派和新放牧生态学派在经济和社会学

科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举措，同样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该取长补短，进行整合。
４．２　 新放牧生态学派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通过 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年间的核心论文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支持放牧生态系统的“非平衡态理论”的学者比

支持“平衡态和非平衡态共存”的学者，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前者的论文总被引用（表 ２），个人的 Ｈ 因子（图
２），以及核心论文的单篇被引数（图 ３）都远高于后者。 但是，前者的研究领域更广，他们发表的核心论文的时

间较早；而后者的研究集中在放牧生态学领域，而且所发表的核心论文时间较晚（图 ４）。 比如放牧生态学家

Ｄ．Ｄ．Ｂｒｉｓｋｅ 正式提出“平衡态和非平衡态共存”这一调和性观点的论文发表在 ２０２０ 年［１］，是非常年轻的一篇

文献。 值得指出的是，放牧生态学家 Ｓ．Ｖｅｔｔｅｒ 在职业生涯早期支持“非平衡态理论”；但是在 ２０１５ 年后支持

“平衡态和非平衡态调和”主张［３７］，从而对其学术观点进行修正（表 ２）。 以上文献计量分析表明，放牧生态系

统非平衡态理论在当前草地管理领域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平衡态和非平衡态共存”的理论分析和实验

证据正在逐渐增多，成为该领域在的重要新兴方向。 另外，“共存学派”还局限在放牧生态学这一较为冷门和

小众的生态学分支。 它急需出圈，向生态学的其他领域以及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延展，才能发挥更大的政策

作用。

５　 放牧生态学理论争议对我国草地管理政策的影响

５．１　 我国草原放牧管理政策的制定体现古典放牧生态学理论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此时，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

５２００１　 ２２ 期 　 　 　 朱梦洵　 等：围绕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理论争论及其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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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放牧生态学理论争论中的关键作者的文献计量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ｄｅｂａｔｅ

观点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核心作者姓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Ｋｅ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总被引数
Ｃｉ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Ｈ 因子
Ｈ⁃ｉｎｄｅｘ

研究领域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单篇核心文献
Ｋｅ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被引次数
Ｃｉ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研究区域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非平衡态 ＮＥ Ｉ．Ｓｃｏｏｎｅｓ ５６５８４ ９７ 社会学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９ 东非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ｏｎ⁃ Ｍ．Ｅ．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Ｇｉｍｅｎｅｚ ９２４４ ４９ 人类生态学 １９９９ ４２４ 蒙古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Ｍüｌｌｅｒ ８４００ ３１ 生态模型 ２００７ ２８１ 模型

Ｈ．ｖｏｎ．Ｗｅｈｒｄｅｎ １４４８６ ５６ 可持续生态学 ２０１２ １９５ 蒙古

Ｍ．Ｗｅｓｔｏｂｙ ８９０７９ １２１ 进化生态学 １９８９ ２６７９ 澳大利亚

Ｐ．Ｈｏ ６４２０ ４１ 社会学、政治学 ２００１ １１０ 中国

共存观点 ＮＥ＆Ｅ Ｓ．Ｖｅｔｔｅｒ∗ ２０１７ ２１ 放牧生态学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６８０ 南非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Ｂｏｏｎｅ ６５６６ ４７ 放牧生态学 ２０１６ ２３０ 全球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Ｄ．Ｄ．Ｂｒｉｓｋｅ １３８２４ ５８ 放牧生态学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０ ６２０ 全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Ｌ．Ｃｏｐｐｏｃｋ ６０９３ ３２ 放牧生态学 ２０２０ ６１ 美国东非

　 　 ∗ Ｓ Ｖｅｔｔｅｒ 于 ２００５ 年发表在《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综述支持非平衡态观点，但是，她于 ２０１５ 年发表在《Ｅｃｏｌｏｇｙ》的实验工作转为支持

非平衡性和平衡性共存观点

　 图 ２　 非平衡学派和共存学派的核心作者的平均 Ｈ 因子（１９８１—

２０２４）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ｋｅ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ＮＥ： 非平衡学派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Ｅ： 平衡和

非平衡共存学派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论战还没有展开，古典放牧生态学派还处于主流地位。
因此我国放牧生态系统管理政策接受了古典放牧生态

学派的思路，即将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归于超载过

牧［４１—４４］，强调以草定畜，实现草畜平衡。 我国学者主要

依托“生态系统能量在营养级间呈十分之一递减”的林

德曼定律和“基于逻辑斯蒂种群增长方程推导得出的

承载力概念”等被后来的争论归于平衡态的相关理论，
解释了草畜关系和草地退化的原因，并向政策制定者论

证了草地可持续承载力及其核算方法，从而推动了我国

草原管理法律和政策的出台［４１—４３］。 其中，在 １９８５ 年制

订的《草原法》中，在第十二条指出要“防治过量放牧”。
此时，草原开垦而导致的沙化问题比放牧导致草地退化

的问题要突出，所以当时《草原法》没有强调草畜平衡

和草地承载力等法条，而是侧重于防止草地的过度开

垦。 但是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我国北方草地出现

了大面积的沙化退化，产生了频繁的大型沙尘暴。 随

后，我国草原方向的科学家和主管官员认为过度退化是

草地退化沙化的主要原因，在借鉴美国自《１９３４ 泰勒放牧法》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８］，在 ２００２ 年对《草原

法》》行修订。 ２００２ 年的修订增加了“防治超载放牧、不得超过政府核定的草地载畜量、保持草畜平衡”等草原管

理思想，并引入了“禁牧、舍饲、休牧”等管理手段。 这些内容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两次修订中被进一步明确。
鉴于以上认识，我国政府强调赋予牧民长久稳定的草地承包使用权［４５］，以鼓励他们按照草畜平衡原则利

用草地［２１，４６—４８］。 政府直接投资或补助牧民进行大规模的围栏建设，明晰了牧民草地产权的物理边

界［２０，４９—５０］。 我国还采用行政手段和政策性补贴［５１］，推行禁牧休牧、围栏封育等管理措施，以实现草畜平衡和

草地恢复［５２］。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的产权主张契合了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所推行农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

变革。 古典放牧生态学派的行政干预主张也符合我国“有为政府”的执政风格。 因此，古典放牧生态学派被

我国政策制定者和当时的学术界广泛接受，在放牧生态系统管理政策的制订中处于指导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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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放牧生态学两个学派的核心文献的平均被引次数（１９８１—

２０２４）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ｉ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图 ４　 两个学派的核心文献的平均年龄（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ｏｆ ｋｅ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１—２０２４）

５．２　 新放牧生态学理论对我国草地管理政策的批判

尽管这些行政干预政策遏制了草地急剧退化势头，基本解决了我国牧区沙尘暴频发的问题［５３］。 但是，我
国草地生态恢复程度仍参差不齐，大多数草地仍然没有恢复到气候顶极状态。 牧民生计和生态保育之间的冲

突仍然存在，野生动物因围栏死伤等新问题也逐渐浮现［５４］。 于是，在 ２００７ 年后，运用新放牧生态学理论对我

国草地管理政策体系进行批判，在我国学界逐渐成为潮流。
接受新放牧生态学派理论的学者，认为我国放牧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 ４００ｍｍ 等降水量线以西的干旱区

和寒旱区，干旱频发且冬季酷寒，因此这些区域肯定属于非平衡性态生态系统。 于是，许多学者按照新放牧生

态学理论的分析模式，对旨在减畜的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等政策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干旱和畜群移动性丧

失才是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在干旱频发的条件下，减畜并不会确保植被恢复；反而，如果降雨充沛，草地植

被就会快速恢复。 这一主张恰恰与牧民和基层干部的认识高度契合，因此在针对本地牧民和干部的问卷调查

中不断被印证，从而强化了学者们对这一认识的正确性的信心。 他们批评道，一刀切的减畜和草畜平衡政策，
往往低估了草地资源分布的时空异质性，并不能保障植被恢复，反而不利于牧民生计改善。 同时，学者们批判

草地产权的家庭承包制度，认为它导致了草地的破碎化产权和畜群移动性的丧失［４５］；主张应该基于社区合作

模式，实现草地的共同利用和合作管理［５０］。 因此，草地围栏作为标志牧民家庭草地产权的物理标志，也遭受

了大量批评。 草地围栏被认为不能促进植被恢复，而且会妨碍野生动物迁徙，还会阻碍牧民以联户经营、季节

轮牧等移动性方式利用草原［２２，５５］，因此应该被拆除［５６］。 尽管这些学术批评都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是它们

没有说服政策制定者全面接受新放牧生态学理论，因此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和实践。 但是这些学术批评的

确在舆论层面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５．３　 基于共存性理论对我国草地管理政策的理解

由于在生态学层面，干旱少雨和过度放牧对放牧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是同时存在的，二者并不是非此即

彼的关系。 草畜平衡和畜群移动性对于维持草地健康是同等重要的。 放牧生态系统的生态恢复既要消除超

载过牧问题，也要重视放牧地产权和景观格局过度破碎化所导致的“畜群移动性丧失”的问题。 草地放牧承

载力在理论上仍然成立，但是静态的草地承载力的确不是一个实用的生态系统管理工具。 因此，我国放牧生

态系统管理政策无需进行颠覆性的体制政策重构，而需要整合两个学派对我国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的合理认

识，改良和提升现有草地管理政策，对现行草地管理政策进行优化和修补（表 ３）。
首先，在产权方面，我们应该接受奥斯特罗姆（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的观点，即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没

有万能药”。 因为气候波动的不确定和难以预知的超载过牧，放牧生态系统的退化可能在任何产权制度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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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因此，承包到户和社区合作都不一定能够保障放牧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 那么，拆除作为草地产权

边界的铁丝围栏，也未必能够实现草地的生态恢复［５７］。 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和谨慎的设计草地流转、拆除围

栏、打草场短期租赁等草地政策。

表 ３　 放牧生态学不同理论学派对草地管理实践的理念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管理议题
Ｉｓｓｕｅｓ

平衡性理论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非平衡性理论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共存观点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过度放牧导致草地退化？
Ｏｖｅｒｇｒａｚｉｎｇ ｌｅａｄｓ 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是，载畜量增长 ２—３ 倍是驱
动力

否，破碎化，移动性丧失才是
原因

是，但超载的成因复杂且多样

承载力能否指导实践？
Ｉ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是，放牧不能超过草地承载力

不实用，因降水波动而难以
测定

是，但是需要结合降水动态调整

禁牧休牧能否恢复植被
Ｄｏｅ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ｗｏｒｋ？

是，禁牧可使植被群落恢复到
顶极

否，长期禁牧并没有恢复植被
不一 定。 植 被 可 能 陷 入 退 化
稳态

草畜平衡是否有效？
Ｉｓ ＢＬＧ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是草地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因降水干扰而难以实现 动态平衡草畜才有效

草地围栏要不要拆除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ｅｎｃｅ？ 不能，围栏是产权和管理基础

要拆， 限制移动性， 不 利 于
合作

围栏不是草地退化的真正原因

管理政策优化要点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坚持草畜平衡，加强生态补奖

依托牧民，探索基于社区的
管理

重建草畜之间的耦合关联

　 　 ＢＬＧ： 草畜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ｆ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其次，放牧草地的承载力在生态学理论上仍然是成立的，但是它也的确随着降水等气候因素的波动而涨

落。 因此，政府应该放弃把静态的放牧承载力作为奖惩牧民的依据。 学术界应该尽快开发，考虑到气候和植

被波动，易于被基层政府使用的，能够适应性调整的放牧承载力标准，以实现草畜的动态平衡。 同时，我们还

应该接受以下科学事实，即如果畜群数量超过理论承载力水平，移动的畜群也会导致草地退化。 因此，重建畜

群的移动性和按照草畜动态平衡的原则管理畜群并不矛盾。 维持牲畜的移动性不依赖于产权制度，并不是只

有公共产权才能实现畜群移动性。 在家庭承包的条件下，牧民可以通过各种轮牧技术和牧户之间的合作实现

畜群的移动性［５８］。 我们近期的工作表明，草畜平衡条件下的高频轮牧技术，有助于草地的生态恢复［５９］。
第三，政策制定者要合理制定放牧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目标。 要承认气候波动的影响，因此畜群头数和

植被恢复都不会一直保持线性增长，在干旱年份出现波动是很正常的。 在考核政策成效和官员生态保护政绩

的时候，不可依赖当年植被盖度和生物量等简单指标，而应该发展多种方法，运用多种指标，对放牧生态系统

管理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估。 在此方面，一些学者已经运用生态系统服务理论框架，评估一个行政区内草地的

生态多功能性和各项生态系统服务水平，进而评估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这一思路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第四，基于这些理论争议和发展，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到，在我国各个牧区的放牧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平

衡态和非平衡态的时空组合。 鉴于放牧生态系统自然属性的异质性，我国需要因地制宜的制定草地管理政

策。 由于本文涉及的草地管理理论属于形而上的底层理论，针对我国各个牧区的具体管理策略，难免会导致

“泛泛而谈”的空洞结果。 但是总体来看，考察干旱和冬季雪灾在我国各个牧区的地理差异，分析草畜耦合关

系在不同牧区的具体属性，是我国因地制宜制定草畜平衡管理的前提。 比如草畜平衡政策，在降水较多的草

甸草原，如内蒙东部，可以制定相对稳定的草畜平衡载畜量。 然而它在降水稀少且不稳定的荒漠草原，如内蒙

西部和新疆大部，草地管理应该侧重考量旱灾的因素，草畜平衡载畜量必须随降水变化而调整，辅以灵活的补

贴、应急救灾和保险机制，以及科学实行补饲和舍饲管理。 此外，在青藏等高寒牧区，草地管理政策还需要重

视冬季雪灾和低氧带来的非平衡性，继续加强抗灾能力建设。

６　 结论和展望

回顾围绕放牧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争议历程，我们需要认识到从生态学理论到政策实践需要经历反复的

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 其中，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符合唯物主义生态哲学观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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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社会发展进程调整生态系统管理策略，符合唯物主义生态哲学观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 气候波动导致

的“非平衡性”和草畜耦合决定的“平衡性”都是放牧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我们在构建理论和制定政策时，需
要对上述自然属性予以尊重。 同时，放牧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生态保

育的成果为人民群众共享。 总体上看，非平衡态放牧生态学理论没有实现放牧生态学领域的范式转移；放牧

生态系统中平衡态和非平衡态是共存的。 因此，未来我国放牧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理论还需要摒弃“万能

药”理念，切忌一刀切的实践单一学派的主张，深入学习和挖掘人民群众总结出来的好方法。 在我国制定草

地生态管理政策时，需要兼顾放牧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非平衡性，力求在不同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背景下，
重建和维持草畜密切的耦合关系。 如此，我们将唯物主义生态哲学观和群众路线结合在一起，将有利于我们

构建适合国情且面向未来的放牧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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